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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的人文社会科学跨度
◇张宝明

学术界对“我者”的自我观照以及重塑，从来没

有像今天这样急迫。中国学科的转型自近代以来就

处于一个加速期，这是一百多年来的基本情形。无

论是纵观还是环顾，这个转型都没有停止过，只是在

当下表现得更为凸显而已。如果说过去我们共同关

注的服务当下抑或引领未来可以各取所需，那么暂

且搁置之后则又有了更为紧迫的命题：重新审视与

观照我们已经落定的学科、学术、话语诸问题。由此

以观，无论是传媒界的同人，还是学术界的同道，无

不充满焦虑和紧张。一方面，是学科体制内的碰撞

与交叉加剧，“新文科”的提法与倡导就是最为明显

的例子：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如何打通，以及自我的

“文科”体系与之外的“理科”实现怎样一个程度上的

交叉，都始终伴随着学术体系的重新构建；另一方

面，关于学科体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问题同样紧紧

缠绕在一起，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其话语体系在不

可通约性与可通行约之间始终处于一个变动不居的

位置，让编者、作者与读者都平添一份焦灼。

其实，明清以降，学科转型就开始呈现跃跃欲

试的状态。近代以来，在以西方为参照的“科学”布

局下，学科转型彰显得更为华丽。当西方学术体制

舶来中国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有了从“经学”到“科

学”的嬗变：“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各地陆续设立

的洋务学堂，戊戌变法高潮中设立的京师大学堂等

新式学堂，特别是20世纪初由张之洞等人主持完

成的学制改革，以欧美发达国家大学课程设置为蓝

本，正式把中国原有的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四

部之学’，转向包括理、工、农、医、文、法、商在内的

‘七科之学’。”近代学科与学术的转型是一次艰难

的选择：传统中国的学问或知识都被纳入“经史子

集”中，而1912年定型的“七科之学”一举将这一知

识堡垒或说壁垒彻底打破，格致诸学与法政诸学纷

纷脱颖而出。之后，学科门类一直处于变动拓展之

中，国内外都是如此。从20世纪的“七科”到当下

的十四个一级学科的设置，足以说明这个变动拓展

过程。

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来说，我们的学科还很年

轻；但就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而言，我们的学科还真称

得上历史悠久。而今天人们言必称的“新文科”建设

话题，不由得让我们浮想联翩。有时候想想，颇似《三

国演义》开头的那句名言：“话说‘学科’大事，分久必

合，合久必分。”而春秋时期的庄周先生也早就在他的

名篇中预言：“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那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的隐喻（《庄子·应帝王》），

足以让我们在几千年后对他寓言式的预言心有戚戚、

唏嘘万千。而“新文科”倡言的打通、交叉、多维之

“跨”，已经不止是囊括原来的“四部”，它甚至是文理

兼具的一网打尽。

笼而统之的“合”与科学意义上的“分”，也给我们

人文社会科学尤其人文学科的学者带来了无穷的困

惑。东还是西？古还是今？左还是右？很多时候真

的如徐志摩诗歌中的那句感慨：“我不知道风是在哪

一个方向吹”！

如果非要让解读一下不可的话，我本人会从两

个方面来理解这个命题。

第一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思考。这个维度的理

解，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一个陈年病灶需要医生会

诊，那么这就不是哪一个“科”的事情这么简单了。头

疼医头，脚疼医脚，往往是行不通的，疑难杂症必须由

各路专家多管齐下。同样的道理，对人文社会科学积

重难返的命题，也需要多元学科的会诊，需要五味杂

陈的处方。从这个角度讲，所谓大数据、智能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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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无疑会给“文科”的繁荣带来

“新”的气象。但必须看到，这些只是“表”、是“末”，是

形式意义上的辅助和提携，并非“里”“本”意义上的内

在依据所在。

由此可以引出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更本质

意义上寻求“新文科”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事

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都能够感觉到：百余年来，学科

设置越来越多，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这自有其合理

性，便于研究者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层面的

局部性问题展开更为精细、更为深入的研究。但有

得必有失，过细的学科划分，切断了不同学科、专业

之间的整体联系，打破了世界的整体性，致使专家学

者隔行如隔山，失去了重建整体性的能力，不能在整

体的联系中发现规律、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当前我

们所面临的某些重要问题，很难在固有的学科之内

获得解决，因此，致力于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新文科”

建设被提上了日程。

这里的关键，是对一个“跨”字的推敲。这里的

“跨”，显然不是跨栏的跨，而是跨度的跨。如果是跨

栏，那无异于走向了僭越和迈过；而跨度讲求的则是

一个“度”字。窃以为，这个跨度就是“骑墙”的翻

版。“骑墙”不是一个好词，我们爱用这个词称呼那些

没有立场、观点的人，中外古今都不乏对这类骑墙者

的批评。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里，就对这类“知识

分子”多有微词。不过，我要声明的是，这里的“骑

墙”不是指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摇摆，而是指走出

自设的狭小空间，在更为开阔的学科视野中获取更

有价值的问题意识。说得确切些，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以及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学者骑在问题意识的

墙头上。

进一步说，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

体系”的过程中，学者的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有所持，

而且应该是鲜明的，如此方能经世致用。而在边界

等问题上，需要强化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抓住我们经

常说的主要矛盾，“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而缺乏

真正的问题意识，刻意在边界问题上做文章，为跨界

而跨界，那是不会有什么宽阔的出路的。因此，我们

不妨在跨度问题上少一份较真、多一分模糊，即如庄

子所说的“混沌”与“浑朴”。但在问题意识上，却应

该是明确的、清晰的。只有摒弃人为的学科边界、自

制的学科壁垒这类带有“偶像”性的思维方式，我们

才能避免画地为牢的狭隘，才不至于在辽阔的学术

天空面前“坐井观天”。即是说，骑在“问题（意识）”

的墙头上，才能尽显学术的风流。

“新文科”建设与“三大体系”息息相关，有所为

有所不为，是我们人文社科研究工作者安身立命的

应有之义。据我个人的观察，确立学科的主体性并

对学科的主体间性有一定的同情和理解，乃是我们

当前必须具备的态度和气度。充分重视学科的主

体性，才能密切学科与社会历史变革的联系，才能

对准行业需求，把学科推向更精更深之境地；高度

重视学科的主体间性，关注不同学科的结合部、交

叉点与薄弱点，才能左右逢源、上下贯通，发现新问

题、解决新问题，给学科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与

活力。

一言以蔽之，以问题意识为主体、以边界的潜意

识甚至无意识为依托，才是人文社会科学得道的路

径。舍此，我还看不出别的选择。以此就教于方家。

作者简介：张宝明，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博士生导师。

（摘自：《河北学刊》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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